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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为例, 本文考察了影响民营企业家参政水平的各种动

机,从而检验了有关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社会责任论”

以及“制度风险论”。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和促进企业发展动机都会

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家的参政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动机对提高民营企业家的参政水平起到

了负面作用,规避制度风险不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因素。研究发现支持了“个人

地位论”和“企业发展论”,不支持“社会责任论”和“制度风险论”。政策含义强调了解和把

握参政动机的多元化特征对于规范民营企业家参政行为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民营企

业家对我国经济和政治领域改革的信心和支持。

[关键词] 个人地位; 企业发展; 社会责任; 民营企业家; 政治参与动机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480X( 2008) 07- 0141- 10

【案例研究】

一、引言

企业参与政治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科威特等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 Broadbent, 2000)。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管理学界开始研究企业政治参与问题。企业政治参与行为是指企业的任何直

接或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 Baysinger, 1984)。许多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对

企业获取资源和增强竞争地位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Shaffer, 1995; Hillman & Hitt, 1999)。因此,企业

已把参与政治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企业优先考虑的战略因素,参与政治的企

业数量也逐年增多(McWilliams et al., 2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但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化程度提高的

阶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市场环境(高海涛 ,田志龙 , 2005) , 企业与政府关系是非市场环境的

一个重要方面。2005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表明,党的十六大以来,企业、市场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

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影响了企业发展。

转轨经济客观上要求企业参与政治和实施政治战略( Baron, 1995)。目前,我国出现了民营企业

家踊跃参与政治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 , 2005 年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有 90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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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担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的有 233 人 ,占执委总人数的 56.0%;私营企业主的党员比例上升很

快 ,达到 33.9%,大型、特大型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更高。针对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家参政现

象, 大多数人认为这会产生积极作用, 但也有人对目前民营企业家参政活动中存在的一些动机不

纯、程序不当、方法非法等问题表示担忧。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民营企业家积极参政的动机到底是什

么? 本文在综述企业家参政动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来自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经验数据,对民营

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为我们正确了解和有效规范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

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

二、有关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四种理论观点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企业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我国管理学界研究企

业政治参与问题则是近三五年间的事。从国内外研究进展看,利益相关者理论、集体行为理论、公共

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是企业政治参与的主要理论基础( Shaffer, 1995)。已有研究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与企业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 ,如企业参与政治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企业参与政治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等等。二是用一些变量来解释和预测企业的政治参与

行为,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行业特征、企业特征、环境特征和事项特征等(田志龙,贺远琼, 2003)。从现

有文献来看 , 对于企业家参政动机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观点 , 即“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

“制度风险论”和“社会责任论”。四种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1. “个人地位论”参政动机

一些学者从企业家个人需求层面研究企业家参政的动机, 认为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企业家

积极参与政治的主要动机之一。如 Keim and Zeithaml( 1986)指出,企业家参与政治和影响公共政

策 ,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 , 也就是说 , 通过参与政治 , 企业家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进而提高自身在公共事务中的决策地位和参与能力。我国学者对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个体性

动机也进行了初步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利益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首要和根本动因,当前民营企

业家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为了获得政治中心的认可, 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利

益。董明( 2000)对温州市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调查也证实,尽管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层次高低

不一,政治要求的内容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与其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除了提高个人的经济地

位外,提高个人的政治地位也是参与政治的一大原因。因为,尽管党和政府对我国私营企业主群体

的政治地位在政策上逐渐给予了肯定和认可,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的政治地位却是大打折扣(成伟,

2005)。有关调查结果也显示,民营企业家对自身的政治地位的评价要低于对其经济地位的评价。因

此,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家可能试图通过参与政治来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可见,通过参与政治,提高

个人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许多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重要动机。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 1: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2. “企业发展论”参政动机

在西方国家,企业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产生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结果( Keim and

Baysinger, 1988)。企业家参政活动对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家在

参政活动时寻求企业的社会合法性, 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使得企业目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社

会价值相吻合,从而塑造和增强企业的社会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往往被企业家视做一种比经济目标

更为重要的资源,它有助于企业赢得社会认可、获取其他资源和顺利开展商业活动。另一方面,解决

特定问题是企业参政的关键动因,一些学者认为有些企业家参与政治的行为具有特定问题导向,当

企业面临突出问题、竞争问题时就会考虑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制

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Hillman et al., 2004)。在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同样具有明显

的发展企业的动机。如 2004 年浙江省的调查显示, 48%的民营企业家认为其拥有的政治身份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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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业有很大成效(董明, 2005)。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也显示,民营企业家最为关心的还是本

企业的发展,“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考虑。这都表明,促进本企业

发展也是各国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 2: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促进企业发展,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3. “制度风险论”参政动机

许多研究表明 ,政府政策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地位的形成与改变 ,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水平 ,

因为政府控制着能够塑造企业竞争环境的重要资源( Shaffer, 1995; Baron, 1995)。因此,政府与政府

政策是企业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 Boddewyn, 1998)。所以,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

司,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积极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为公司营造优越的运营环境。最为典型的

就是,许多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在各国推行本土化战略 ,其中 ,与各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构建互

信和互惠关系成为该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转型经济国家,转轨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

理的不确定性 , 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 (官员) 有能力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 , Peng and

Heath( 1996)认为,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市场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缺乏等,限制了企业

采用内在成长和并购成长战略,而广泛采用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化成长战略,政府(官员)则是

这种人际网络的重要参与主体。

我国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国家, 尽管政治不确定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

方向的确立而逐渐降低,但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

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不确定性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目前,外部信用环境、经营者人身安全保障、公平国民待遇、政府职能转变仍是我国民营企业家迫切

期待改进的重要制度性问题。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政治保护与安全是企业

参政的一个重要动机。Xin amd Pearce( 1996)的研究还发现,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 ,民营企

业把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建立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从法律和正式制度

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护。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 3: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规避制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4. “社会责任论”参政动机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也是分不同层次的,而

且,企业家的参政动机会随着低层次动机得到满足而转向高层次动机。所以,通过参与政治实现个

人价值等被认为也是企业家参政的动机类型。成伟( 2005)指出,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把自己在发展

经济方面的一些有益的经验进行推广, 把推动社会和政治民主建设的一些有见地的意见纳入国家

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当中,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是私营企业主政治

参与的最高动机,也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和民主义务,虽然这样的情形在目前私营企业主

群体的政治参与中远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它却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管煜武、孙发锋( 2004)的调查

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家通过政治参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认为

有社会义务通过政治途径来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进而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我

们提出:

假设 4: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履行社会责任,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三、数据样本与相关分析

1. 数据样本

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民营企业参与政治的主要动机,我们以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

为调研地,对浙江民营企业家进行了典型企业深度访谈和广泛的问卷调查。整个调研过程分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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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1)扎根式访谈。在前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关企业家参与政治相关问题的理论构

思,并将核心问题聚焦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 ,然后多次与民营企业家谈论相关问题 ,对问

题回答不加任何引导 ,任由他们阐述观点 , 最后根据相关笔录和回忆梳理和完善构思 ,为设计问卷

提供参考。这种扎根式访谈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让被调查者最大可能地提供相关信息,对于全面、

深入地把握这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很有裨益。

( 2)问卷设计与修改。根据理论分析和访谈结果,设计出有关民营企业家参政情况的调查问卷;

邀请民营企业高管填答,并要求指出选项设计、文字表达等方面的不足,最后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

( 3)问卷调查。在试调查的基础上, 2006年 1月至 3月,对浙江省台州、杭州、嘉兴、宁波等地民

营企业家进行较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考虑了有关民营企业家和企业的特征变量情况,共发放

问卷 300份,回收 158份,其中有效问卷 115份,回收有效问卷率达到 38.3%。国际上相关研究的企

业样本数在 7—306 家不等,其中,大多数研究的样本数在 100 家左右( Shaffer, 1995)。本研究总体

上达到了样本要求量。

被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主要特点是: 83.9%为男性民营企业家;大多数民营企业家

在 31 至 40 岁之间;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面貌为群众,为共产党员的占 10.3%; 40.9%的民营企

业家只有中学及以下学历;创办企业之前, 31.3%的民营企业家是农民, 25.2%为非公企业的人员,科

研人员和政府机关人员分别只占 1.7%和 2.6%。这总体上反映了浙江省及全国民营企业家的特征。

目前, 这些民营企业的首要任务不尽相同 , 50.4%的企业将适度扩张视做当前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

21.7%的企业当前目标为快速扩张, 13.9%的企业则希望争取更多利润。这也反映出,目前我国民营

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扩张发展的阶段。

比重 83.9 16.1 14.8 43.5 32.2 9.6 10.3 6.5 81.6

比重 40.9 48.7 10.4 21.0 35.5 41.9 1.6

比重 71.0 6.5 8.1 12.9 1.6 30.6 48.4 9.7 11.3

比重 2.6 8.7 25.2 31.3 6.1 14.8 1.7 9.6

比重 9.6 50.4 21.7 13.9 4.3 20.0 53.9 14.8 11.3

男 女 30 以下 31- 40 41- 50 51- 60 共产党员 民主党派成员 群众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中学及以下 大学 研究生 50 以下 51- 300 301- 2000 2001 以上

学历 企业规模(员工数)

制造业 房地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业 其他 个人独资企业 中资股份制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其他

所在行业 企业性质

政府机关人员 国企人员 非公企业人员 农民 复员转业军人 学生 科研人员 其他

职业背景

维持生存 适度扩张 快速扩张 争取更多利润 维持回报率 杭州 台州 嘉兴 宁波

发展目标 企业所在地

2. 相关分析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是多元化的,我国民营企业家同样具有该特征。表 2

表示了民营企业家参与动机的 18 种细化的具体动机,这些动机条款都是来自文献和访谈。结果显

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各种动机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如积极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发展

是民营企业家非常看重的一点。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1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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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动机条款(括号内为简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为了更好地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 1.00 7.00 5.8522 1.4157

2 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更好环境) 1.00 7.00 5.7739 1.4574

3 积极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发展(优惠政策) 3.00 7.00 5.9043 1.2772

4 企业在融资、征地等方面更便利些(融资征地) 1.00 7.00 5.2957 1.6595

5 担心有关政策变化给企业带来风险(政策变化) 1.00 7.00 4.9478 1.6051

6 民营企业受到的政策还不够公平(不够公平) 1.00 7.00 4.6609 1.6324

7 减少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带来的损失(乱罚款) 1.00 7.00 4.9217 1.6970

8 有些政府部门滥用行政处罚权(滥用行政) 1.00 7.00 4.4783 1.8274

9 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 1.00 7.00 5.3478 1.6756

10 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社会声望) 1.00 7.00 5.0348 1.7113

11 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 1.00 7.00 5.0000 1.8591

12 更好地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社会公众) 1.00 7.00 5.3652 1.5578

13 自己崇尚与信仰民主政治(信仰民主) 1.00 7.00 5.0087 1.4539

14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 3.00 7.00 5.4783 1.3530

15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职责(义务职责) 3.00 7.00 5.3391 1.3948

16 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争取利益) 1.00 7.00 5.1304 1.4899

17 为谋求更多的社会利益建言献策(建言献策) 1.00 7.00 5.0348 1.5156

18 为民营企业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 1.00 7.00 5.3304 1.4432

民营企业家参政动机的测度条款情况表 2

为了更清晰地归纳和分析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动机特征,我们对上述动机条款进行因子分析。表

3 数据表明 , 变量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 71.227%(KMO=0.786) , 各个因子的信度系数 ( Cronbach

Alpha)都在临界值 0.7以上,可以接受。从因子分析结果看,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可以归为 4

类:提高个人地位、促进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和规避制度风险。其中,每个因子都由表中对应的

测项构成。

测项 因子负载 因子命名 量表信度( Cronbach Alpha)

社会声望 0.852

提高个人地位 0.8793
政治地位 0.817

社会公众 0.794

经济地位 0.780

优惠政策 0.854

促进企业发展 0.8320
更好环境 0.821

做大做强 0.804

融资征地 0.631

建言献策 0.874

履行社会责任 0.9343

义务职责 0.812

争取利益 0.763

政策环境 0.711

社会价值 0.681

信仰民主 0.606

滥用行政 0.829

规避制度风险 0.9023
乱罚款 0.819

政策变化 0.809

不够公平 0.761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动机的因子分析与信度分析结果表 3

注: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出现严重的交叉负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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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参政动机的四个探索性因子的平均得分情况如表 4 所示: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在

参与政治时对提高个人地位、促进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和规避制度风险这四类动机的考虑程度

是不同的,促进企业发展因子的得分最高 ,其余依次为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个人地位和规避制度风

险。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促进企业发展可能是目前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最为重要的动机,履行社

会责任也是较为重要的参与动机,规避制度风险可能是不太重要的参政动机类型,但这种推测还有

待检验。

动机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提高个人地位 1.25 7.00 5.1130 1.4457

促进企业发展 1.75 7.00 5.7065 1.1774

履行社会责任 3.33 7.00 5.2203 1.1348

规避制度风险 1.00 7.00 4.7522 1.3976

民营企业家参政动机因子的得分情况表 4

在研究政治参与问题时,往往将政治参与水平作为因变量来处理 ,如参政方式的选择、参政类

型的划分、参政动机的识别等。对于政治参与水平,学术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界定,较为经典的是,美

国学者亨廷顿、纳尔逊( 1989)和科恩( 1988)认为政治参与的水平包括广度和强度,参政广度指从事

某种政治参与活动的人的比例,参政强度指该种参与活动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这两个维

度测量政治参与水平,已经抓住了测量政治参与水平的关键性指标。由于政治参与的广度与强度之

间基本上是负相关关系,所以,在具体实践和研究中 ,政治参与水平的广度作为测量参政水平的最

为重要的指标。参政水平往往用参与孔道或渠道的数量来衡量,因为行为者使用的方式和渠道多,

则参与政治的频率高、范围广,反之亦然;同时,行为者对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渠道的选择 ,既可以说

明这些孔道在参与中的实际地位和价值,又可以说明行为者对政治过程的认知程度 ;此外 ,行为者

对参政渠道的使用状况, 可以衡量参与孔道是民主的装饰品而存在, 还是诚意地为行为者而设计

(李元书,刘昌雄, 2003)。因此,本文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水平的测量也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

渠道多少来测量 , 这里的渠道包括了加入共产党、民主党派、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 18 种方

式。每种方式赋值 1, n种赋值 n。从现有研究看,企业家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可能会影响企业家

的政治参与水平。所以,我们将这 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

相关关系如表 5所示:

政治

参与水平

提高

个人地位

促进

企业发展

履行

社会责任

规避

制度风险
企业家性别 企业家年龄

提高个人地位 0.284**

促进企业发展 0.301** 0.505***

履行社会责任 - 0.005 0.416*** 0.266**

规避制度风险 0.014 0.292** 0.194** 0.275**

企业家性别 - 0.038 - 0.007 - 0.055 - 0.066 0.071

企业家年龄 - 0.093 0.233** 0.141 0.098 - 0.034 - 0.179*

企业家文化程度 0.228** - 0.073 0.071 - 0.120 - 0.235** 0.149 - 0.241**

变量相关分析系数表 5

注: *, **, ***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的显著性达到了 90%、95%和 99%(双尾)。

146



四、回归模型及检验结果

1. 计量模型

对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梳理,这些研究的主要数据总体上是调查数据(包括企业问卷

调查和经济普查数据)和档案数据 ,数据处理方法以回归方法为主 ,一些研究还采用了结构方程模

型和时间序列分析,也有一些案例研究。

由于 Logistic 模型可以直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 ,而在本研究中 ,将政治参

与水平(参政渠道数量)大于平均值的部分赋值 1,称为高水平参政组,小于平均值的部分赋值 0,称

为低水平参政组。所以,本研究也采用 Logistic回归方法识别民营企业家的参政动机,回归模型为:

Log( p/1- p) =b0+b1 x1+b2 x2+⋯bnxn
其中 b0为常数项, b1, b2,⋯bn为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系数 ,是 Logistic 回归的估计参数 , x1, x2,⋯

xn为解释变量。

模型的左侧称之为 logit,是事件将要发生几率的自然对数值。该模型要求被解释变量是分类变

量,解释变量可以是分类变量或连续变量。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回归

系数的检验采用Wald统计量, Wald检验值越大表示该解释变量的作用越显著。在本部分研究中, p

为企业家属于高水平政治参与的概率, 1- p为企业家不属于高水平政治参与的概率, x1, x2,⋯分别是

提高个人地位、促进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规避制度风险四个动机变量以及企业家性别、年龄和

文化三个控制变量。

2. 回归结果

对企业家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三个控制变量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表 6) ,企业家的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民营

企业家的参政水平不会受到企业家性别的影响 ,也不会受到企业家年龄的显著影响 ;但是 ,企业家

的文化程度与企业家政治参与水平正相关,表明企业家的文化程度越高,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水

平就越可能高,也就是说 ,与低文化水平的企业家相比 ,高文化水平的企业家有着更多的政治参与

方式和渠道。

促进企业发展 0.695**( 3.818)

履行社会责任 - 0.472*( 3.070)

规避制度风险 - 0.056( 0.081)

企业家性别 - 0.489( 0.775) - 0.477( 0.591)

企业家年龄 - 0.203( 0.476) - 0.405( 1.507)

企业家文化程度 0.836**( 5.426) 0.997**( 5.718)

常数项 - 1.600( 1.643) - 6.630**( 5.911)

预测准确率(%) 80.0 81.7

对数似然比( - 2 Log likelihood) 118.32 96.931

拟合优度 1(Cox & Snell R Square) 0.059 0.219

拟合优度 2(Nagelkerke R Square) 0.089 0.330

提高个人地位 0.691**( 6.442)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水平与动机的 logistic回归结果表 6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Wald 检验值; *, **, ***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的显著性程度达到了 90%、95%和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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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四种预测性动机与政治参与水平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表 6) ,除规

避制度风险因子与政治参与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之外,提高个人地位、促进企业成长和履行社会

责任这三种因子与政治参与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其中,提高个人地位和促进企业成长两个因

子与政治参与水平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履行社会责任因子与政治参与水平之间则为负相关关系。

这些统计结果说明:

( 1)提高个人地位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一种动机 ,也进一步表明 ,我国民营企业家的经济

地位和政治地位还是不高的,至少相对民营企业家的要求而言。尽管随着一些具有创新精神、公众

意识、关爱情结的民营企业家的不断涌现, 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整体形象不断得到改善和创新 ,但不

可忽视的是,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缺乏商业道德、过于自私、破坏环境、欺压员工的民营企业主 ,这

些人的存在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形象,所以,一些不愿被贴上不良形象标签的民营企业家试图

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宣扬自己的理念、展示个人的风采 ,进而提高自身在社会上的形象和地位 ,甚

至将自己打造成时代精神的代言人等。可见,假设 1得到了数据支持。

( 2)促进企业发展也是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的一大动机。不可否认,在目前的民营企业家

群体中,有相对多数的企业家参与政治是为了支持自己企业的未来发展,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

境,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所以,假设 2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 3)与预期相反 ,履行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表明尽管履行

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一个现实动机,但越是不想履行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家,越可能

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显然,这与目前一些舆论报道和定性研究结果不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有:一方

面,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民营企业家的低层次的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 ,对高层次需求的追

求还不紧迫。相对而言,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素养和社会觉悟还不是很高,他们当

前最大的需求可能还处于中低层次 ,如经济地位和个人社会地位等方面 ,对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对社会的民主义务等方面的高层次需求还不是很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参与政治活动本身就要花费

一定的时间、精力、财力等资源,在参政过程中还要履行社会责任 ,消耗的资源可能还会增加许多 ,

对于处于资源获取型政治参与阶段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如果参与政治还需要额外支出,对政治参与

的兴趣就会降低,政治参与的渠道也就相应地减少。还有可能是,民营企业家认为通过现有的渠道

参与政治并不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就会倾向于选择其他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所以,

参与政治越是要增加资源消耗,政治参与的水平可能越会降低。这样,假设 3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而是被证伪了。

( 4)规避制度风险不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与现有研究结论不同,目前民营企业家参

与政治时没有被制度不确定性因素所驱动,也就是说,现有的制度不确定性因素还不足以驱使民营

企业家通过参与政治来规避风险。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

完善,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不断降低,同时,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政治制度得到

进一步巩固,行政体制不断优化,行政管理水平也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治不确定性也不断降低,民

营企业家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制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有了理性的预期,已经不

需要通过参与政治来规避制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现有经济和政治制度还存在着

较高的不确定性,但民营企业家认为参与政治并不是规避制度风险的有效途径。所以,假设 4 没有

得到数据支持。

这样 ,我们就可以初步得到以下检验结果 :提高个人地位动机越强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水

平就可能越高;促进企业发展动机越强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水平就可能越高 ;履行社会责任动

机越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水平就可能越低 ;规避制度风险不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

此外 ,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水平越高 ,参与政治的水平就越高 ,民营企业家的性别和年龄对参与政治

的水平不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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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为例 ,本文考察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各种动机 ,从而实证检验了“个

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社会责任论”以及“制度风险论”的有关论述。结果显示,对提高个人社

会地位的需求越强烈 ,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会寻求多种渠道和方式参与政治 ;同样 ,对促进企业发

展的动机越强烈,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积极参与政治。相反,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越是强烈,民营

企业家就越不太可能高水平地参与政治活动。民营企业家不太可能会因为想规避制度不确定性带

来的风险而参与政治活动。此外,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水平越高,参与政治的水平就越高,民营企业家

的性别和年龄对参与政治的水平不构成影响。表明以上结论相对稳定。因此,“个人地位论”、“企业

发展论”的观点得到了支持,我们没有找到有关“社会责任论”和“制度风险论”的证据,相反,我们发

现了有关“社会责任论”的相反的结论。

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①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参政动机是多元化的,既有个人层次的提高个

人社会地位动机,也有企业层次的发展企业动机,还有社会层面的履行社会责任动机。对于产生这

些动机的原因和条件的了解和把握,是规范民营企业家参政行为的基础。据此可以通过测度动机引

导民营企业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规避不良现象。②民营企业家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信心

不断增强,制度不确定性风险已不是其参与政治的重要动机,也表明我国的改革得到了民营企业家

的认可和支持。这意味着未来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可以逐步从制度建设迈向优化运作机制、提

高服务效率和增强执政能力等层面。③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负面因

素,这意味着目前民营企业家参政所得到的社会性福利还较少 ,因此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

治总体上是基于资源获取导向和个人、企业导向,社会奉献型政治参与还较少。这也是民营企业家

参与政治问题受到颇多争论和质疑的重要原因,影响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环境建设。因此,未

来社会各界应该采用有效的措施加以引导和完善, 激发和增强民营企业家更多地基于社会责任参

与政治活动,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家群体的政治觉悟 ,使其真正成为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的重

要力量,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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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Position, Firm Grow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isk: An

Empir ical Study on Motivation of Political Par ticipation among China’s Pr ivate

Entrepreneurs

WU Ai- qi1, JIN Bao- ming2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Utilizing a sample of 115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motivation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gression results from Logistic model

show that, personal position, firm growth both positively affect the level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le negative effect presented b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no effect showed by institutional risk. Our

findings support both “personal position view”and “firm growth view”, while reje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view”and

“institutional risk view”on the motiv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cy implication are put forward also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personal position; firm grow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ivate entrepreneur; motiv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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